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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异质性对集体行动的影响

———来自村落共用设施和资源管理的研究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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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集体行动理论认为,成员异质性是影响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基于村落共用设施和资源管理的最

新研究成果,分析了成员异质性与集体行动两者间的关联,重点关注禀赋异质性、退出选择、种族/种姓异质性和

性别结构等4个不同维度的成员异质性。结果表明:禀赋异质性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具有“倒 U型”

特征,适度的禀赋异质性最能够促进集体行动;社会异质性和退出选择对集体行动通常表现为负向影响;社群成

员性别结构也可能会影响集体行动,女性成员比例高的社群集体行动相对容易成功,但若社群女性成员比例过

高也会不利于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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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对财政压力、角色定位和责任边界的考虑,
在过去的30年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将村

落共用设施或资源(如灌溉设施、集体森林等)的管

理权转交给了当地社群。之所以发生如此转变,一
方面是因为这些村落共用设施或资源对村民生计维

系和区域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当地社群存在较政府

强得多的管理激励;另一方面,在搜集和处理众多分

散村民的信息上,当地社群也具有比政府低得多的

成本优势。此外,当地社群参与村落共用设施或资

源管理还能够避免大量的委托-代理问题,从而有

助于消除权力寻租等各种腐败现象。很多地区的实

践证明,下放政府管理权限确实有助于解决村落共

用设施或资源管理的许多困境。但是,值得警醒的

是,这一举措并非一劳永逸之策。其原因是,村落共

用设施或资源在社群集体管理下能否通往可持续发

展之路,关键还要看成员之间的合作行为是否可以

顺利达成。为了摆脱村落共用设施或资源管理的集

体行动困境,不少学者对影响社群合作的因素进行

了广泛猜测和思索,涉及成员异质性、社群规模、资
源特征和制度环境等多个方面,并且得出了许多富

有价值性的成果。其中,成员异质性是最具争议的

一个因素,它对社群合作或集体行动的影响方向及

作用机理至今仍未形成统一观点。在传统理论研究

中,一个重要前提假设是成员同质性,但是,因其与

现实相差过远,分析结论的适用性受到了很大局限。
最近的研究认为,成员异质性是一个普遍现象,体现

在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经济层面包括资产、财富、
收入等禀赋以及集体行动收益和退出选择等因素,
社会层面包括宗教、文化、种族/种姓、性别、身体状

况、文化水平等因素。在现有的文献中,对成员异质

性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禀赋差异、退出选择、种族/种

姓和性别结构等4个不同维度。为了更好地把握成

员异质性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本文对这一领域基于

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成果进行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总

结,这对于引导和深化村落共用设施或资源管理的

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禀赋异质性与集体行动

  禀赋异质性在现有的实证研究中通常指耕地、
收入或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在集体行动理论先驱者

Olson的分析框架中,搭便车行为是集体行动中广

泛存在的困境,而禀赋异质性则是促进集体行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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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重要前提[1]。Baland等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

阐释,他们指出,集体行动通常需要投入大量的初始

成本,这有可能超出穷人的经济承受范围,但富人却

可能不仅有能力而且有意愿来独自承担这部分成

本,原因是他可以获取相应的高份额收益回报[2]。
这种“精英”作用被一些田野调查所证实。例如,

Jodha列举的印度北部拉杰普塔纳邦的公共牧场案

例为此提供了的佐证。在公共牧场私有化之前,大
地主能够从放牧活动中获得巨额收益。为了避免其

他牧民的过度放牧而造成牧场退化,大地主付出了

大量时间和精力负责实施限制性放牧规则,促进了

公共牧场向可持续方向发展,但是在公共牧场私有

化之后,大地主的财产被牧民瓜分殆尽,此时所有牧

民都只能从公共牧场可持续发展的集体行动中获得

极小份额收益,普遍缺乏承担集体行动初始成本的

激励,最终导致了公共牧场的急剧退化[3]。
然而从长期看,禀赋异质性通过对集体行动收

益的不平等分配将逐渐加剧禀赋异质性水平。在一

个两级分化过度的社群,达成集体行动一致性规则

的成本极为高昂,最终结果很可能是集体行动的崩

溃。文献中有不少实证研究为禀赋异质性与集体行

动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提供了证据支持。例如,Ito
在考察云南昆明104个灌溉社群的集体行动时,将
社群内耕地规模分布的基尼系数、维护灌溉设施的

户均劳动贡献分别作为禀赋异质性和集体行动的代

理变量,通过实证分析后发现,禀赋异质性对集体行

动不但没有促进作用,反而存在抑制效应[4]。对此

给出的解释是,在中国农村社会,耕地分配采取平均

主义原则,灌溉设施的维护成本主要根据村民拥有

的耕地规模按比例分摊,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村

民对灌溉设施维护这一集体行动的劳动投入激励。

Dayton等对墨西哥中部瓜纳华托州的43个灌区系

统的考察,同样使用耕地规模分布的基尼系数作为

灌区系统异质性的代理变量,分别选择灌渠侧坡保

养质量、灌渠引水陂修葺状态和灌渠漏损控制程度

作为反映集体行动的指标分别建立计量模型,分析

结果显示:禀赋异质性对集体行动不仅具有直接负

效应,还存在间接负效应,其原因是禀赋异质性在一

定程度上会促使社群选择了有碍集体行动的水资源

分配规则[5]。Agrawal对印度安得拉邦马赫布纳加

尔区的63个灌井所有者社群进行了研究,她将耕地

规模分布的标准差作为衡量禀赋异质性的代理变

量,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禀赋异质性对社群维修灌井

的支出和对社群扩张灌井的投资等不同形式的集体

行动都存在负效应,且对后者的效应更突出。统计

数据显示,没有扩张灌井的社群与扩张灌井的社群

相比,前者的禀赋异质性水平是后者的10倍[6]。

Adhikari等学者利用尼泊尔的8个森林管理社群的

330户村民样本,首先根据耕地规模分布将其分成3
组,然后根据各组村民所占比例的情况计算出耕地

规模分布的基尼系数并将其作为禀赋异质性的代理

变量,对集体行动指标的测度既包括了森林资源存

量和森林状况变化趋势,还包括了森林管理制度的

执行情况,统计结果显示,禀赋异质性与不同形式的

集体行动之间都呈负相关性[7]。这是因为,禀赋异

质性带来了成员对公共资源管理的利益诉求差异以

及不平等的成本收益分摊制度。
鉴于禀赋异质性对集体行动存在正效应或负效

应的观点都存在理论支撑,因而有一些学者猜测禀

赋异质性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简单的线性

关系,而是存在着复杂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也

就是说,随着禀赋异质性的逐渐增强,集体行动成功

的概率先是上升后再下降。这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

确实也证实了这一猜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实

证研究包括:Baker最早以印度东南部的18个村庄

集体行动(是否成立集体林场)为例,首先将各个村

庄的村民按耕地规模分布分成5组,然后根据每组

村民各自所占比例的分布是呈单峰还是双峰的特征

来判断是否存在禀赋异质性,最终的统计结果表明,
禀赋异质性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大体上呈现“倒
U型”特征[8];Kajisa等人利用印度南部泰米纳度邦

的79个灌溉村庄的调查数据,将禀赋异质性指标确

定为可灌溉耕地规模分布的基尼系数,将集体行动

指标确定为灌溉设施是否得到维护,建立模型后分

析发现,禀赋异质性对集体行动的影响表现为“倒U
型”曲线关系,意味着适度的财产异质性有助于促进

集体行动[9];Naidu对印度喜马偕尔邦(Himachal)
的49个森林管理社群的研究选择了格林伯格指数

作 为 反 映 禀 赋 异 质 性 的 指 标,计 算 公 式 为

2∑m∑n
(mn)(rmn),其中的m、n表示根据耕地

规模分布将各村村民划分为若干组后的任何两组村

民所占比例,rmn 表示权重,当m、n分别表示耕地

规模为最大组和最小组的村民所占比例时权重为

2,否则为1,集体行动指标的测度运用主成分分析

法,考虑了森林维护、森林行政管理、森林监督等多

项活动的劳动付出情况,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禀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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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与集体行动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也具有“倒 U
型”特征[10]。

在禀赋异质性较低的社群,因缺乏“创业精神”
的领导角色或差异化的激励结构,成员之间的协调

效率较低,因而阻碍集体行动的形成。当禀赋异质

性程度上升时,这些阻碍力量将逐渐放松,形成集体

行动的难度下降。但是,当禀赋异质性程度超过某

个阈值后,其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就会从促进转为抑

制。对此,潜在的原因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
一,在禀赋异质性程度过高的群体,不同收入水平成

员对村落共用设施或资源管理的偏好存在较大差

异,增加了集体行动达成一致性意见的难度,理由是

低收入成员倾向于将有限的劳动力和时间等资源配

置于其他创收活动(如外出打工挣钱),高收入成员

也可能因劳动和时间的较高机会成本而不愿参与村

落共用设施或资源管理的集体行动,最终导致的结

果是集体行动失去成员响应。第二,禀赋异质性程

度过高容易造成社群内的低收入成员滋生对高收入

成员的抵触情绪,致使社群内社会资本不足,阻碍了

信任水平提升和合作行为产生。尽管适度的收入差

距有助于提升穷人对富人的信任水平,但当这种财

富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后,穷人对富人的信任水平

将急剧下降。第三,在禀赋异质性程度过高的群体,
少数高收入成员的存在将可能激发其他成员产生

“金钱竞赛”的思想观念,为了缩小与高收入成员之

间的差距,多数低收入成员将不愿为集体行动付出

时间和精力,相反,他们会通过外出打工等途径来赚

取更高收入。第四,当禀赋异质性程度过高时,社群

内高收入成员有可能会强行制定一些有损低中收入

成员利益但却利于自身利益的集体行动规则,产生

所谓的“精英俘获”现象,这将削弱中低收入成员采

取合作行为的积极性。此外,在禀赋异质性程度过

高的社群,如果不存在任何外界干预,那么在精英成

员主导下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机制将很可能带来禀赋

异质性程度的“螺旋式上升”现象,加速抑制集体行

动形成。

  二、退出选择与集体行动

  资源使用者在村落共用设施或资源以外是否具

有其他获益渠道是一种复杂的异质性表现形式,通
常被称作退出选择。具有退出选择的资源使用者往

往缺乏参与村落共用设施或资源管理这一集体行动

的激励,原因是他们能够利用其他获益机会来增进

自己的福利,经由村落共用设施或资源管理所得的

收益折现值可能低于从其他获益机会所得的收益折

现值。但另一方面,能够从外部渠道获取收益的资

源使用者也更有可能意识到村落共用设施或资源在

未来的升值潜力,因而参与村落共用设施或资源管

理的集体行动激励也可能较强。在已有的实证分析

中,对退出选择的衡量主要是通过社群与外部市场

之间的距离来反映。距离外部市场越远,说明退出

选择的余地越小。一种观点认为,距离外部市场越

近,集体行动越不容易形成,原因是距外部市场越近

的社群,其成员就越有机会利用外部力量来克服经

营困难,从而对合作的需求降低。另一种观点认为,
距外部市场较远的社群因成员相互之间主要是在非

正式关系基础上进行交流和沟通,因而也有可能形

成集体行动,但若这些社群与外部市场联系变得紧

密,成员相互间的依赖性会减弱,从而形成集体行动

的难度上升。
实证研究显示,退出选择对集体行动的影响较

为复杂,一定程度上与集体行动的具体形式有关。
在Andersson等人的研究中,他们选择了距最近乡

镇的距离(测度项为步行至市场所花时间)来反映不

同森林管理社群的退出选择,结果发现退出选择对

不同形 式 的 集 体 行 动 都 不 存 在 显 著 性 影 响[11]。

Meinzen等学者采用了灌溉系统距外部市场距离

(测度项为实际距离)作为退出选择的代理变量,通
过实证分析发现,距外部市场距离对水用户组织的

形成概率具有负向显著影响,换言之,退出选择对集

体行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主要原因是距外部市

场较远的灌溉系统成员通常很难获得利好的市场信

息,从而对成立水用户组织的潜在价值认识不够。
但该文的分析结果还显示,距外部市场距离对灌溉

系统是否发生维护行动的影响不显著[12]。Araral
的研究也选择了距外部市场距离(测度项为步行至

市场所花时间是否超过1小时)作为退出选择的衡

量指标,结果发现存在退出选择的灌溉协会在货币

贡献维度上的成员搭便车程度较低,但在劳动贡献

维度上的成员搭便车程度较高。主要原因是,对于

存在退出选择的灌溉协会,成员搜寻劳动力市场信

息的成本较低,进城打工需要支付的交通成本也不

高,从而劳动力流向城市的进程较快,阻碍了成员在

灌溉设施维护的集体行动中作出劳动贡献。另外,
又因这些灌溉协会允许成员在货币和劳动的贡献上

相互替代,从而使得退出选择对货币贡献维度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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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搭便车程度具有抑制作用[13]。
除了使用距外部市场的距离来衡量退出选择,

也有一些学者在考察退出选择机会对集体行动的影

响时选择了其他测度指标。例如,Ito采用了社群是

否拥有非农就业机会作为退出选择的代理变量,分
析结果表明,与不具有退出选择的社群相比,具有退

出选择的社群对维护农田灌溉设施这一集体行动的

户均投劳数量明显较少,这说明退出选择对集体行

动具有破坏作用[4]。在 Aggarwal的研究中,他选

择了是否拥有其他灌溉途径作为反映退出选择的代

理指标,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显示,退出选择对发生灌

井维护性投资的概率不存在显著性影响,但对发生

灌井扩建性投资的概率却具有较强的抑制效应[6]。

Bardhan选择了村庄与城市之间的联系程度和以市

场为导向安排生产的程度作为退出选择的代理变

量,研究结果表明,村庄与城市之间的联系加深不仅

会降低灌溉渠道维护质量,而且会妨碍水资源分配

的公平性和水资源分配规则的履行,但是以市场为

导向安排生产对水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却具有积极作

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集体行动的效果,既要

求以市场为导向安排生产,又要求村庄减少与城市

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了两难选择的困局[14]。Kaji-
sa等对退出选择的测度采用了4项指标,包括村庄

内的高中学历成员占比、大专学历成员占比、男性工

资率和户均旱地规模,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只有男性

工资率对村庄集体行动存在显著性负向影响,其他

指标的影响均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男性工资率部

分反映出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数值越大,说明

劳动力需求市场较供给市场的竞争就越激烈,农村

劳动力外出打工挣钱的选择途径也就越多。在这样

的村庄,农业劳动力更有可能流失,进而导致灌溉设

施维护的劳动力供给不足。总的来看,退出选择机

会对集体行动具有负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否明

显可能受所选择指标的调节[9]。

  三、社会异质性与集体行动

  种族异质性和种姓异质性是社会异质性的两个

重要维度。不同种族或种姓的社群在社会价值观、
互惠观念、规则理解等方面往往存在差异。种族或

种姓差异不仅容易使群体内部缺乏信任和相互理

解,而且会导致一致性意见达成和规则执行的困难

增加。可能正因为此,一些群体为了通过种族或种

姓的一致性来减少内部冲突,经常将具有不同利益

的其他种族或种姓的个体排斥在集体行动之外。例

如,在印度,村落共用设施或资源管理往往局限在少

数特权种姓群体内部(如婆罗门人、拉其普特人等),
劣等种姓群体因社会排斥和边缘化,经常被剥夺村

落共用设施或资源的管理权。在尼泊尔森林管理社

群,从属于劣等种姓群体的个体很难被当选为森林

管理制度的决策者,但是,那些来自特权种姓群体的

个体却具有制定森林使用规则的优先决策权。在这

样的村落,不同种姓群体对村落共用设施或资源管

理的偏好会大不相同,因此,村落共用设施或资源管

理的集体行动很难形成。为了设计出能够被不同种

姓群体广泛接受的资源使用和管理制度安排,种族

或种姓异质性明显的村落需要付出更高的交易

成本。
在Dayton等的研究中,考虑到多数灌溉系统会

流经多个村庄,因而使用灌溉系统流经的村庄数量

作为种族异质性的代理变量,分析结果显示,种族异

质性对灌渠侧坡保养质量、灌渠引水陂修葺状态和

灌渠漏损控制程度等反映集体行动的指标都存在显

著的直接负效应。该文还发现,除了这种直接效应

外,种族异质性还通过影响水资源分配规则的选择

间接影响社群合作,种族异质性一般使得群体较少

地选择表现差的分配规则,从而在间接效应上与灌

溉设施的维护状况具有正的关系,但是在效果上负

的直接效应要远远大于正的间接效应[5]。Meinzen
等人在对印度拉贾斯坦邦和卡纳塔卡邦的48个灌

溉系统进行研究时,选择灌溉系统中包含的种姓数

量作为种姓异质性的代理变量,使用灌渠是否得到

集体维护来作为反映集体行动的指标,通过实证分

析发现,灌渠得到集体维护的概率与村庄数量之间

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与种姓数量之间的关系

不显著[12]。与上述学者使用的种族异质性测度方

法不同,Bardhan运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度邦的6
个地区48条灌溉系统调查数据,选择从属于同一种

族的群体在村庄人口总数中是否占到75%及以上

作为衡量种族异质性的代理变量,计量模型估计结

果显示,种族异质性较低的村庄不仅水资源分配起

冲突的概率相对较低,而且水资源分配规则履行的

程度也相对较高[14]。Ito的研究将村组中第2大种

姓的人口数量占村民小组总人口数量之比作为种姓

异质性的代理变量,比例越大说明村民小组的种姓

异质性水平越高,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种姓异质性对

灌溉设施维护的户均劳动贡献存在显著的负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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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他认为,在种姓异质性村庄,成员相互协调和沟

通成本较高,但在种姓同质性村庄,基于声誉、信任、
团结和互惠等因素很容易建立起共同的价值诉求,
因而较容易形成集体行动[4]。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在考察种族异质性与

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时往往强调种族/种姓数量这

一单维度指标,没有考虑不同种族在成员规模和社

会地位等维度上所具有的差异性。为了弥补这一不

足,Waring利用印度泰米尔纳度邦6个村庄的调查

数据考察了不同维度的种族异质性对灌溉设施维护

这一集体行动的影响。其中,种族异质性指标除了

村庄种族数量,还包括了所属种族人员数量占村庄

总人口数量之比、所属种族在村庄内的社会地位等。
对于集体行动指标,选取了年度义务劳动天数、灌区

系统相对质量评价和灌溉系统程序公平评价等。计

量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村庄内较多的种族数量会对

村民年度义务劳动天数和灌溉系统程序公平评价产

生负面影响,但是,如果村民所属种族的人员规模占

村庄总人口的比例较高,这种负面影响将能够得到

一定程度的缓解。与所属种族在村庄内具有较高社

会地位的村民相比,那些所属种族在村庄内缺乏社

会地位的村民尽管在年度义务劳动天数和对灌区系

统相对质量评价上不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其在水资

源分配和利益冲突等问题的解决上却容易遭受不公

正的待遇,因而集体行动的发生概率较低[15]。
最近也有一些学者利用分散化指数对种族/种

姓异质性进行了更精确的测度,其计算公式为A=

1-∑
n

i=1

(Pi)2,其中Pi 表示从属于第i个种族/种姓

群体的人口数量占社群总人口数量之比。就本质而

言,A 衡量的是任何两个个体从属于同一种族/种

姓群体的概率。式中A 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
值越大,说明种族/种姓异质性程度越高。特别地,
当A=0时,说明社群极端同质,A=1时,说明社群

极端异质。利用分散化指数测度种族/种姓异质性

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与上述学者不同的观点,即种族/
种姓异质性对集体行动不存在显著性影响。例如,

Varughese等学者将分布在尼泊尔 Kabhrepalan-
chok地区的18个森林管理社群根据种姓异质性水

平高低分为3组,根据是否存在森林资源使用门槛、
是否雇佣护林人员等指标将每组社群的集体行动程

度分为低、中、高3个档次,发现种姓异质性为高的

5个社群有4个集体行动水平为高,种姓异质性程

度为中等的8个社群有4个集体行动水平为高,种
姓异质性程度为低的5个社群有3个集体行动水平

为高,从而初步推断种族异质性与集体行动之间不

具有相关性[16]。同样在尼泊尔 Kabhrepalanchok
地区,Gautam利用8个森林管理社群的调查数据,
根据种族异质性水平的平均值将这8个社群分成了

两组,其中一组种族异质性水平在平均值之上,另一

组种族异质性水平在平均值之下,进一步的统计分

析结果显示,这两组社群各自对森林物种数量、树木

直径和树木高度等集体行动指标的主观评价得分不

具有明显差异,据此推断种族异质性不会对集体行

动构成实质性影响[17]。Somanathan等人对印度北

部库蒙和高瓦尔地区的65个森林管理社群进行了

研究,他们选择了上一年度举行的森林议会次数、是
否雇佣护林人员、森林树冠覆盖程度等作为反映集

体行动的指标,研究结果发现,种族异质性对所有的

集体行动指标都不具有显著性影响[18]。
这些研究之所以未能够验证种族/种姓异质性

对集体行动存在负效应的观点,可能存在多方面原

因,一是没有考虑不同社群对当地森林资源使用的

历史差异,二是没有考虑不同社群的森林资源衰退

程度及树木品种构成,三是没有考虑不同社群的制

度安排差异。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也指出,种族/种

姓异质性对集体行动的影响不显著并不能说明它们

对集体行动就不具有任何的抑制效应,这主要是因

为以往的研究者忽视了种族/种姓异质性还有可能

以其他形式呈现,如宗教异质性。在Coleman等学

者的研究中,他们考察了宗教异质性和种族异质性

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宗教

异质性水平较高的森林管理社群,不仅树木基础面

积较小,而且森林监督活动频次和森林维护活动频

次也都较低,宗教异质性对不同形式的集体行动都

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该文研究还发现,尽管种族异质

性对不同形式的集体行动的影响不显著,但都呈

负向[19]。
另外在众多实证文献中容易引起注意的是,与

其他学者所认为的种姓异质性与集体行动之间关系

为线性的观点不同,有极个别学者研究发现种姓异

质性与集体行动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例如,

Naidu在考察印度喜马偕尔邦森林管理社群时,根
据社群中不同种姓的成员比例并基于分散化指数公

式计算得到种姓异质性水平,并进一步对种姓异质

性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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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异质性水平为中等的森林管理社群相比,具有

高度同质性或高度异质性的森林管理社群更容易形

成集体行动。森林管理的集体行动之所以会发生在

具有高度异质性的森林使用者社群,她认为是此类

社群内部所有种姓的成员在数量上大致相当,不存

在任何具有压倒性数量优势的种姓,权力和资源配

置能够实现公平,不同种姓成员相互间的沟通较为

频繁,信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有利条件[10]。

  四、性别结构与集体行动

  性别是影响个体参与集体行动之能力和意愿的

重要因素,与其他形式的异质性相比,现有研究对社

群成员性别结构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仍知之甚

少。有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村落共用设施或资源

管理的集体行动主要受男性成员控制,社群内的女

性成员经常被排斥在决策权力之外,尽管她们在集

体行动中经常负责承担起较高劳动强度的活动(如
集体森林资源维护),并且为之付出很高的交易成

本,但所获的收益却并不能够与之相匹配。
一些实证研究认为,社群女性成员比例不会对

集体行动构成影响。例如,Somanthan等人的研究

结果显示,森林管理社群中的女性成员比例对所有

列举的集体行动指标都没有显著性影响[18]。Lise
在对印度哈里亚纳邦、比哈尔邦和北方邦等地区的

森林管理社群的研究中,利用主成分分析法(PCA)
对集体行动指标进行了测度,测度项包括是否召开

森林议会、是否植树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社群女

性成员比例只对北方邦森林管理的集体行动存在显

著影响,在另外两个邦的计量模型中都不显著,从而

初步认定社群成员的性别结构不太可能影响集体行

动。得出这一结论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在上述研究

地区,集体行动中的女性成员比例与集体行动中的

女性成员实际参与并不完全等同,与实际情况较接

近的是后者低于前者,原因是很多女性受劳动时间

支配约束,不得不放弃集体行动的决策权利[20]。

Agarwal进一步指出森林管理社群中的一些制度安

排(如设置学历门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女性成

员的话语权。但是,这一解释在森林管理以外的集

体行动中是否也能被接受还有待作深入研究[21]。

Araral曾在这一方面作了初步探查,她利用菲律宾

的1636个灌溉协会调查数据,在考虑了灌溉协会治

理结构对成员性别构成与集体行动(灌溉协会内部

货币贡献和劳动投入两个层面)之间关系的调节作

用之后,最终的分析结果表明,社群内女性成员比例

对集体行动不存在直接效应,但它会调节灌溉协会

治理结构对集体行动的影响,从而产生间接效应。
具体来讲,如果不考虑性别结构的调节作用,用水户

治理的灌溉协会与政府机构治理的灌溉协会相比,
集体行动较难成功,但在考虑性别结构的调节作用

之后,灌溉协会治理结构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将不再

明显[13]。
但是,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增加女性成员在群体

中的比例对集体行动具有积极影响,其理由是,女性

成员较男性成员相比具有更强的依赖性和利他倾

向,采取合作行为的动机更强。例如,Meinzen等在

考察南亚的灌溉协会时发现女性成员参与灌溉协会

能够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原因是女性成员较男性

成员更愿意遵从水资源分配规则和为灌溉设施维护

贡献劳动[22]。但尽管如此,带有性别歧视的成员制

度、过高的规则遵从成本也对女性成员参与灌溉协

会治理起着妨碍作用。Agrawal等人利用印第安纳

大学国际森林资源与制度研究所公开的641个森林

管理社群调查数据,在对其他影响因素进行控制的

情况下,发现森林管理社群内的女性成员比例每上

升1个百分点,非法放牧行为和非法砍伐行为得到

有效控制的概率将分别提高24和27个百分点[23]。
那么,村落资源管理这一集体行动中的女性成员比

例是否越高就越好呢? 已有研究对此给出了否定答

案。Agarwal认为社群内成员性别构成对集体行动

的影响存在阈值效应,当女性成员比例在25%~
33%时,社群内参加会议的成员所占比例将达到最

大值[6]。Maharjan等在对尼泊尔森林管理社群进

行研究时也指出,尽管女性成员参与能够提高森林

管理社群的集体行动效果,但若将森林管理的权责

全部交给女性负责,则造成的后果必然是森林加速

衰退,主要原因是女性成员负责森林管理需要付出

极为高昂的交易成本[24]。

  五、总 结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回顾,本文认为已有研究的

分析结果并不一定相互矛盾,原因是成员异质性与

集体行动之间关系的性质可能取决于以下几个方

面:成员异质性和集体行动的指标测度、计量模型的

形式设定、样本规模、社群内部制度特征。首先,在
指标测度上,现有研究对特定形式的成员异质性使

用了不同指标,究竟哪种指标更能表征成员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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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待商榷,而且指标测度所使用的方法也存在较

大差异。对集体行动的测度也有这样的问题,选择

的指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看集体行动的行

为,另一类是看集体行动的结果。但是,有集体行动

并不必然就能产生好的结果,有好的结果也并不一

定全是因为集体行动本身。另外,有些文献对成员

异质性和集体行动的测度选择了单一指标,也有些

文献选择了复合指标。衡量同一变量使用不同的指

标及测度方法对分析结果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其次,在模型形式上,有些文献在模型中直接加入成

员异质性平方项,有些文献则没有,这会直接影响成

员异质性与集体行动之间关系为线性还是非线性的

判断。第三,受社群资料搜集难度及高额成本等因

素的限制,现有研究的样本规模整体偏小,这也会影

响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第四,成员异质性往往

会影响到社群内部制度安排的选择,这些制度安排

对集体行动的成本或收益的分配在某些社群相对公

平,而在另外一些社群则更利于“精英”。这种制度

安排上的差异对集体行动也会形成间接效应,并且

间接效应的方向和大小在不同社群中表现也不一定

相同。在现有文献中,很多学者并未考虑社群内部

制度安排对成员异质性与集体行动之间关系的调节

作用,从而有可能影响成员异质性与集体行动之间

关系的实证结果。基于对已有研究的梳理和总结,
本文认为在村落共用设施或资源管理的集体行动

中,禀赋异质性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具有

“倒U型”特征,适度的禀赋异质性最能够促进集体

行动;种族/种姓异质性和退出选择对集体行动通常

表现为负向影响;社群成员性别结构也可能会影响

集体行动,女性成员比例高的社群集体行动相对容

易成功,但若社群女性成员比例过高也会不利于集

体行动。最后,值得说明的是,本文仅仅对村落共用

设施或资源管理这一集体行动的国外实证研究进行

了综述,其分析结论的普适性还需要国内外学者提

供更广范围、更多数据、更充分的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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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ofHeterogeneityonCollectiveAction
———AResearchReviewfromRuralCommons’GovernanceandResourceManagement

CAIRong1,LIFeng1,HUYing-de2

(1.CFSSSCenter,Nanjing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Nanjing,Jiangsu,210003;

2.SchoolofBusiness,ZhejiangUniversityofTechnology,Hangzhou,Zhejiang,310027)

Abstract Collectiveactiontheorybelievesthatheterogeneityplaysamajorroleininfluencingcol-
lectiveaction.Basedonthelatestresearchresultsinpublicfacilities’orresources’governanceinrural
community,thispaperanalyzestherelationshipsbetweenheterogeneityandcollectiveactionsandfocuses
ontheheterogeneityoffourdifferentdimensionssuchasendowmentheterogeneity,exitoption,race/

casteheterogeneityandsexcomposition.Theresultshowsthatrelationshipbetweenendowmenthetero-
geneityandcollectiveactionprobablyshowsU-shapedcharacteristicsandmoderateendowmenthetero-
geneityismostcapableofpromotingcolletiveactions;socialheterogeneityandexitoptionhavetheneg-
ativeimpactoncollectiveaction;sexstructureinacommunityalsoprobablyinfluencescollectiveac-
tions,collectiveactionsinthecommunitywithmorefemalemembershaveeasytrendofsuccess.Butif
thepercentageoffemalemembersinthecommunityisextremelyhigher,itisalsoharmfultocollective
actions.

Keywords collectiveaction;heterogeneity;exitoption;sex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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